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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国佛教界与中国宗教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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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国时期前后制定了二十多部针对佛教和道教的政策法规，由于这些宗教法规对佛教极为不利，佛教

界为此进行了激烈的抗争，从而导致多部宗教政策法规最终被废除或修改。佛教界的抗争贯穿了民国政府宗教政
策法规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对民国宗教政策法规的制定和实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中国宗教立法史上产生

了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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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 年辛亥革命后，中国从两千多年的封建帝
制政治时代进入了民国共和政治时期。在新型国家
政权建立过程中，原来的政教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

如何建立新型的政教关系和宗教事务管理体制，是

民国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由于民国初建，政
权不稳，内战频仍，社会动荡，不同宗教背后又牵涉

各种复杂的国际、民族等因素，民国政府虽然制定了
一系列的宗教政策法规，但其主要是针对传统的佛、

道教。本文通过梳理和分析佛教界在这些政策法规
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各种反应，从而了解佛教界在

其中发挥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

一、民国佛教基本状况与宗教
政策法规的制定

( 一) 民国时期中国佛教的处境与危机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历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

到隋唐时期达到顶峰，自宋而后中国佛教本土化和

世俗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元明时期佛教更加衰弱。

至清代末年，中国佛教彻底走向了衰落。清代前期，

由于清政府没有采用明代试经度僧的制度，“对经、

律、论一窍不通的僧人居然能混到方丈的地位，佛门

中鱼目混珠，僧人素质低下”［1］90。乾隆三十九年
( 1774) ，清政府彻底废除了汉传佛教的度牒制度，
“却使僧尼成分的更加复杂，僧尼情况的更加窳滥，
从而为加速佛教的衰亡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内部因

素”［2］298。清光绪二十一年( 1895) ，湖广总督张之洞
撰《劝学篇》，主张“大率每一县之寺观，取什之七以
改学堂，留什之三以处僧道。其改为学堂之田产，学
堂用其七，僧道乃食其三”［3］120。该提议得到了光绪
皇帝的准许，一时全国上下掀起了庙产兴学热潮，也

诱发地方官吏及劣绅恶痞没收寺庙之风气，各地驱

僧毁寺，时有所闻。此后，该风潮一直持续到民国末
年，给佛教界带了剧烈的冲击。
清末民初的佛教已是百弊丛生，再经过各种巨

大的社会冲击，佛教界更呈现一片衰败萧条之相。
在佛教的各种弊病中，最为致命者当属有些大寺庙

的住持将十方丛林逐渐变成了子孙庙，他们不守清

规，把持寺产，将属于佛教界的公有财产逐渐变成了

私人遗产，师徒相授，私吞倒卖教产的事时有发生。
排挤外来僧众，在僧伽教育、传播佛教文化和社会服
务方面几无作为，正如蔡元培当时批评所言: “今之
佛教徒，将庙产占为私有，甚至弃佛教之公益亦不

作”［4］11。由此可知，清末民初的佛教危机，虽有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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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但根本上还是佛教内部的堕落衰败所致。书
新认为:“在乾嘉年间，全国佛教僧侣，号称八十万。

民国时代，至少也有二十万众。但能受佛教教育，到
民国二十六年，恐怕千分之一也不到，受完社会大学

教育的，恐怕万分之一也没有。”［5］22对于当时佛教面
临的主要危机，东初总结为三个方面，一为地方官员

侵夺庙产，二为耶稣教之扩充破坏佛教，三为新学党

之废教主义。［6］70 －72打倒宗教和庙产兴学的社会潮流

此伏彼起，深陷危机中的佛教界自顾不暇，佛教界内

部有识之士一方面疾呼佛教内部改革自强，成立佛教

组织，创办佛教刊物，兴办佛教教育，办理慈善事业，

另一方面不得不求助政府予以保护。庙产兴学和各
种社会势力的凌侵，使佛教内的守旧势力在生存危机

面前也不得与佛教改革派合作，革除自身的弊病，增

强自身的社会适应能力以求自保。
( 二) 民国政府对佛教的态度及其相关政策法

规的制定

为了有别于封建帝制国家，民国政府建立之初，

就顺应时代潮流，在其宪法性文件《中华民国临时
约法》中宣布了“信教自由”、“宗教平等”和“结社
自由”等现代国家政治理念。在后来不断修改的各
部宪法文件中，对于这些原则未曾动摇。但在整个
民国政府统治中国的 30 多年中，民国政府对佛教的
真实态度却并未如其所宣扬的政治理念简单明了。
不同时期的执政者针对佛教制定的宗教政策各不相

同，一方面是执政者根据其政治需要进行不断调整，

同时也有执政者的个人喜好蕴含其中。此外，时代
潮流的发展也在其中时隐时现。
孙中山是中华民国的奠基人，其执政虽仅数月，

但其政治思想是民国时期的指导纲领，他对佛教的

态度对其后继者有重大影响。孙中山在其制定的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二条明确“人民有信教之自
由”。第五条规定: “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
族、阶级、宗教之区别。”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
法律的形式宣告“信仰自由”和“宗教平等”。此后，
民国政府虽然在宗教政策和法规上时有变化，但对

于这一基本原则始终未改。孙中山本人虽为基督教
徒，但其对佛教基本上持肯定态度，他认为: “诸君
都知道世界上学问最好的是德国，但是现在德国研

究学问的人，还要研究中国的哲学，甚至研究印度的

佛理，去补救他们科学之偏。”［7］231孙中山支持佛教
会的成立，他在给佛教会的复函中说:“贵会揭宏通
佛教，提整戒乘，融摄世出世间一切善法，甄择进行，

以求世界之永久和平，及众生完全之幸福为宗旨。

道衰久矣，得诸君子阐微索隐，补弊救偏，既倡宗风，

亦裨世道，曷胜瞻仰赞叹。”［8］350袁世凯作为中华民
国第一任大总统，其对佛教只是视为一种社会资源

而衡量在不同政治时期如何更好的利用。早在袁世

凯任清朝直隶总督之际，由于庙产兴学运动导致了

大量的社会矛盾，光绪帝已经下令禁止提取庙产办

学，侵占庙产之风略有缓和，但袁世凯遂上书提出:

“臣惟兴学育才为富强根本，军国大计，无逾于斯。

直隶学务，经臣竭力经营，现始稍有规模，但终限于

财力，赖有不入祀典之庙宇，通融修改，早日告成。

其或确载祀典暨僧人手置产业，均不得稍有侵占，俾

清界限，余如淫祠，本干例禁，私设庵院，律有名条。

又绅民先曾布施，原无殊于善举，或僧众情殷报效。
未便令其向隅者，均由公正绅耆分投筹办，应请悉仍

其旧，以昭大信”［9］431。就是袁氏这样一道上奏，使
得此前的禁令再次网开，全国各地再次纷纷侵占庙

产，佛教界损失惨重。袁世凯作民国大总统之初，迫
于压力，准许中华佛教总会的合法存在。但是随着
袁世凯自觉根基已稳，意欲称帝之时，其对佛教的专

横心态就暴露无遗。1915 年，发布《管理寺庙条
例》，对佛教作出了极为苛刻的管理要求，并宣布解
散中华佛教总会。此后的北洋政府执政者对佛教的
态度基本上与袁世凯一脉相承，继续承认该条例效

力并取缔各种佛教组织。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作为民国时期主

政时间最长的政府首脑，对民国佛教的发展有巨大

影响。蒋介石虽出身于佛教居士之家，但对佛教却
并无特别好感，他曾对冯玉祥表露:“佛教在中国势
力甚大，且阻碍中国进步，使中国人成为自私自利之

人”［10］141。1927 年革命军对寺庙教堂均有破坏，蒋
介石下令:“嗣后外人所有教堂学校住宅等处，凡我
军队均应加以保护，不得任意占住，如敢故违，一经

查明，定即严惩不贷”［11］67。由此可见，蒋介石对佛
教和基督教的态度。1930 年，蒋介石皈依基督教，
进一步表明其宗教倾向性。况且在蒋介石身边还有
冯玉祥、孔祥熙等大量的基督教徒担任政府要职，这
对民国政府的宗教态度也有着重大影响，他们对佛

教的基本态度为既不强行取缔，也不尽力保护，任其

自生自灭。

民国时期宗教政策的基本方针是“信仰自由”
和“宗教平等”，且该方针为当时宪法性文件所确
认，但是在具体政策落实和法规制定时，无论“信仰
自由”抑或“宗教平等”都很难得到贯彻执行。首
先，作为传统意识形态组成部分的汉传佛教在当时

势力较大，新的共和政府对其必有防范之心，尤其不

愿全国佛教界组织起来，故屡次阻挠全国性的佛教

组织，甚至蛮横解散全国性的佛教组织。其次，基督
教有西方列强为后盾，民国政府的历任首脑都希望

能得到列强扶持，故对基督教持放任状态; 再次，藏

传佛教和伊斯兰教因为关系到西藏、青海、蒙古、新
疆等边境少数民族问题，民国政府更是一筹莫展。
所以民国政府的宗教政策则更多的是针对佛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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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自由和宗教平等实难得到贯彻落实。
除了宪法性文件中的原则性条款外，民国政府

前后共制定了 30 多部专门的宗教管理法规，其中涉
及其他宗教仅有几部无足重轻的法规，而专门针对

佛道教的法规却有 20 多部。其中北洋政府时期制
定的主要有《关于保护佛教僧众及寺庙财产的令
文》( 1912 年 11 月) 、《寺院管理暂行规则》( 1913 年
6 月) 、《管理寺庙条例》( 1915 年 8 月) 、《修正管理
寺庙例令》( 1921 年 5 月) 、《著名寺庙特别保护通
则》( 1921 年 11 月) 等。南京国民政府制定的法规
更多，主要有《寺庙登记条例》( 1928 年 9 月) 、《废
除卜筮星相巫觋堪舆办法》( 1928 年 9 月) 、《神祠
存废标准》( 1928 年 10 月) 、《寺庙管理条例》( 1929
年 1 月) 、《监督寺庙条例》( 1929 年 12 月) 、《令禁
止幼年剃度》( 1930 年) 、《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
实施办法》( 1932 年 9 月) 、《佛教寺庙兴办慈善公
益事业规则》( 1935 年) 、《寺庙登记规则》( 1936
年) 等等。可以看出，这些法规主要是针对寺庙财
产作出的规定，而且很多法规是经过了几废几立，这

也反映了民国时期政府围绕佛教管理的立法做过较

多的调整，佛教界在当时宗教政策法规的制定和调

整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了较大影响。

二、佛教界对信教和结社自由等
宪法权利的争取和维护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名

义颁发的《临时约法》中明确规定了国民有信教自
由、宗教平等、结社自由等条款。但随着国内轰轰烈
烈反宗教运动的开展，对这些条款能否在新修的宪

法文件中被保留有很大影响。1917 年，基督教徒徐
谦以宪法草案中没有列入信教自由条款为由，联合

所有的信教人士，发起成立“信教自由总会”。该组
织得到国内宗教界一致拥护，佛教、道教、伊斯兰教
等都参加了该组织。由于声势浩大，最后迫使宪法
草案中再次列入信教自由的条款［12］43。虽然当时反
宗教运动主要是针对基督教，但是佛教界也清醒地

意识到反宗教运动最终也会反到佛教头上来，所以

积极参与了这次运动，为争取宗教信仰自由确立了

宪法依据。后来，佛教在抗争民国政府限制佛教建
立组织和侵犯寺庙财产过程中，这些宪法条文是最

基本的“护身符”，且民国政府也因此被迫不断地废
止或修改各种宗教法规。
民国政府建立前后，佛教界满怀热情，有些僧人

大力宣扬共和制度和三民主义，有些僧众甚至直接

参与了推翻清政府的革命运动。民国政府建立之
初，尤其是将“信教自由”和“宗教平等”“结社自
由”等写入宪法性文件之后，佛教界希望新的国家
政权能给衰败的佛教带来生机，同时也对其保护寺

庙财产和整理僧制寄予很高期许，但随着民国政府

具体宗教政策法规的出台，佛教界发现一切并非如

他们所想象。民国政府针对佛教的各种钳制和压迫
手段开始逐步实施，佛教界对民国政府的抗争也就

此开始。
正如东初所说: “辛亥革命，临时政府成立，举

国欢腾，一时改革运动甚嚣尘上，受宗法社会思想影

响最深的中国佛教，也因此发出强力革新之要求，纷

纷组织团体，以适应时机。”［12］13当时，佛教界的组织
如雨后春笋，“佛教大同会”、“佛教会”、“佛教协同
会”以及“中华佛教总会”等佛教团体纷纷成立，而
且得到了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肯定和鼓励。后来，

经过协调，这些佛教团体都吸收到全国统一的“中
华佛教总会”之中。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
后，其独裁之心日渐显露，对各种社会团体极为警

惕，且有掠夺寺庙财产之心，更不愿意承认“中华佛
教总会”这类宗教团体成为他施政的障碍。当时的
北洋政府纵容地方政府和军警大肆侵夺寺庙财产，

佛教亟需组织保护。为了使“中华佛教总会”获得
合法地位，1913 年底，敬安法师北上进京交涉此事，
但因遭到内政部官员杜关的训斥侮辱，含愤而亡。

此事激起了全国佛教徒的极大愤慨，袁世凯迫于社

会压力，勉强承认该组织的合法性。“八指头陀( 敬
安) 为保护寺产而牺牲，这给当时佛教界一个严重

的警告，佛教非力求改革不能生存，几乎为全体僧徒

所共认。”［12］28同时，佛教界对民国政府的热切期望
也被浇灭。1915 年，袁世凯政府颁发《管理寺庙条
例》明确取缔“中华佛教总会”，使得中国佛教界再
次陷入了一盘散沙的无组织状态，这也是北洋政府

为进一步侵夺庙产做准备。佛教失去全国性统一组
织的保护后，全国驱僧夺寺事件日增，处境更为艰

难，章嘉呼图克图、觉先静波等力图维系佛教，成立
“中华佛教会”。1918 年，北洋政府再次命令取消
“中华佛教会”。由此可见，非独袁世凯，其继任者
都不愿意全国性的佛教组织存在，宪法文件中的结

社自由等条款也只是摆设而已。
但是，佛教界已认识到没有组织的佛教将会被

时代潮流所吞没，故并未因受到阻挠和挫折而放弃

佛教组织的建设。沪浙等地僧众不断派代表向政府
请愿，同时筹备设立“中国佛教联合会”。此外，全
国各地佛教界纷纷成立地方性佛教组织来应对民国

政府的压制。武汉、长沙、北京、枝江、武昌、广州等
城市相继成立了佛教会等组织，省级佛教组织如湖

南佛教会、河南佛教联合会、黑龙江佛教会也逐步建
立。与此同时，佛教居士界也加入到组织居士团体
维护佛教的运动之中。从 1918 年上海佛教居士林
成立之后，各地佛教居士组织不断涌现，这是对佛教

界组织建设的有力支持和呼应。南京国民政府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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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经过十多年社会变革洗礼的佛教界略有起色，

佛教内部革新力量也日益成长，地方佛教组织逐渐

巩固，民国政府对佛教的蛮横武断态度有所收敛。
经过太虚等佛教界领袖的积极努力，1929 年 7 月，
中国佛教会获得内政部批准，这是从 1913 年以来中
国佛教再次拥有了合法的全国性佛教徒组织。
佛教组织建设目的是为了促进佛教自身的改革

和发展，更好地维护佛教利益，这是宪法赋予宗教的

权利，但民国时期佛教组织的建设过程却是佛教界

反抗政府压制和争取权利的过程。从北洋政府无理
阻挠佛教组织成立并多次强制取缔佛教组织，到南

京民国政府时期一再迁延之后才勉强承认全国性佛

教组织的合法性，这也反映了民国宗教政策的微妙

变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佛教界的不懈努力和抗
争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促使佛教在挫折和打击

中不断自新和发展。中国佛教会成立以后，为中国
佛教界的革新发展和权益维护发挥了重要作用。在
中华佛教总会成立之前，全国各地驱僧毁寺，侵夺庙

产的事件此起彼伏。中华佛教总会成立后，因有总
会的呼吁和交涉，这类风潮略有平息。中华佛教总
会被取消后，该风潮再次刮起。中国佛教会成立后，
其对佛教权益的保护较前者更加有力，多次代表佛

教界与政府交涉，对民国政府佛教政策法规的制定

和调整有重大影响。

三、佛教界对寺庙管理法规的抗争与影响
( 一) 北洋政府时期

民国初期的北洋政府政治体制变换频繁，军阀

混战，社会动荡，各种社会矛盾集中爆发，宗教管理

问题也时时困扰执政者。故北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
宗教政策法规，其中有关佛教的政策法规又是其中

争议最大、变动最多者。北洋政府相继制定了《寺
庙管理暂行规则》( 1913 年) 、《管理寺庙条例》
( 1915 年) 、《修正管理寺庙条例令》( 1921 年) 、《著
名寺庙特别保护通则》( 1921 年) 等法规。但因时局
混乱，清末“庙产兴学”之风延续，全国各地军队、警
察、社团及学校等“攘夺寺产、销毁佛像”等恶性事
件不断发生。当时北洋政府对于佛教的保护缺乏诚
意，诸种法令名为保护管理，实则箝制。加之政策法
规本身存在诸多漏洞，为地方觊觎庙产留下了可乘

之隙，引起了佛教界的强烈抗争，最终导致这些法规

很快被废止或修改。
1913 年 10 月，内务部订定“寺院调查表”和“寺
院财产调查表”对全国寺院进行摸底排查，以便制
定管理方案，实则加强控制寺产。该令首次提出了
寺庙公产、私产的区别管理，引起了佛教界的一致反
对，佛教界通过组织和个人以各种方式对政府行为

予以批评和抵制。《中华佛教总会公函》称: “阅礼

俗司通行各省公文，凡寺庙关于行祝典，及年远无碑

可考，又寺宇半存半废，以及布施建设者，皆属之公

产。仅由寺僧自出己资，或独力募化，为私产。已遍
行各省，刻日清查具报。此事实行后，僧界将立召破
产之祸，而骚扰更不堪设想。”［13］该文指出政府觊觎
寺产之野心和该令执行的严重后果。象先法师撰
《敢问内务部》云: “《约法》虽载有人民有保有财产
之自由，人民有信教之自由，及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

等，无种族、宗教、阶级之区别。然佛教财产，我国素
有拨为地方共有之习惯，不得即准之《约法》云云。

其显违《约法》，谓《约法》为不足准，足令人大骇，况
援引习惯，又不问此习惯所从出及良否，明明启社会

攘夺之恶风也。”［14］485 － 486其从法理的角度对内务部

践踏《约法》，置法律于不顾的寺产公私之区分提出
了质疑。由于佛教界的强烈反对，该令的实施最后
不了了之。

1913 年 6 月 20 日，北洋政府内务部颁布了《寺
院管理暂行规则》，这是民国时期制订的第一部寺
庙管理的法规，但被称之为“我国寺庙单行法规之
嚆矢”［15］109，该规则主要规定: 寺院财产管理由其住
持主之，寺院住持及其他关系人，不得将寺院财产变

卖、抵押或赠予人，但因特别事故，行呈请该省行政
长官经其许可者不在此限; 依法应归国有者，须由该

省行政长官呈报内务总长并呈请财政总长交国库接

受管理等。［16］该规则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但也具有
一定的积极意义，它废除了清末以来流行的拨提庙

产兴学办法。此外，规定私家独自建立的寺庙不在
此限，这有基于约法保护人民私有财产的意义，是共

和与专制时代的另一差别。该规则颁布后，再次将
寺庙财产置于地方官吏管理之下，无疑又开启了地

方官吏与土豪劣绅互相勾结侵夺庙产之路。吉林、

湖南、广东、江苏、河南等省，都相继发生了没收或拍
卖寺产的风潮。由于其内容不仅不能更好地保护佛
教，而且对佛教寺产财权有明显的限制和剥夺之义，

故遭到了佛教界的一致批评和抗议。明复法师认
为，规则仿制于 1911 年日本在韩国颁布的《寺刹
法》，而后者是日本殖民者为控制韩国佛教界而制，
北洋政府的立法动机亦复如是。［17］98 － 99该规则规虽

有保护寺院财产的内容，但主要意图则是将寺院财

产转化为“公产”，最终控制在政府手中。在时为国
务总理，又为佛教居士的熊希龄强力干预下，1913
年 10 月 1 日，内务部被迫给各省都督及民政长官发
文，切实保护祠庙。由于佛教界对该规则的不断批
评和抵制，迫使北洋政府又出台新的法规来替代。

1915 年 10 月，袁世凯以大总统令发布《管理寺
庙条例》，共 6 章，31 条。该条例条款数量较多，内
容涉及范围较广，在我国宗教立法史上有重大影响。
《管理寺庙条例》虽然是对之前政策法规的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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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但是其内容不切合佛教实际，很多条款甚至将

寺规、僧道继承等教内问题纳入其中，且对寺僧箝制
严苛，已经超越了管理的范畴。同时明令取消中华
佛教总会这一全国性佛教组织，使中国佛教再次陷

入一盘散沙，任由各种势力宰割侵凌的境地。因该
条例中存在诸多漏洞，地方政府很难遵照奉行。
《管理寺庙条例》公布之初，即有北京释觉先等
指摘疵谬，以印刷品散布各寺庙僧道，并联合 22 省
僧众领袖 50 余人具名向国会请愿，要求废止。释圆
瑛发表《论管理寺庙条例应取消》一文指出: “依据
《民国约法》，宗教一律平等，凡国内所有佛教徒佛
教产业，应同天主、耶稣各宗教一律保护，政府官厅
不得越格取缔，地方人民不得妄行干涉，应请求明令

宣布取消《管理寺庙条例》，佛教与各宗教得受同等
待遇，方与《约法》不相抵触。”［18］22此外，还有释宗仰
《管理寺庙条例驳议》、太虚《叠次呈请内务部修改
之呈文》及《条陈说明》等文章，反对《管理寺庙条
例》之颁布与实施。东初法师甚至将该条例比拟为
袁世凯政府卖国的“二十一条”。《管理寺庙条例》

的颁行引起了佛教界的一致反对，但北洋政府我行

我素，于 1919 年重行公布《管理寺庙条例》，并指责
民国六年由章嘉、静波等请立之“中华佛教会”与法
令抵触，予以废止。佛教界一方面发文抨击《管理
寺庙条例》，同时多次向众议院请愿，要求废止该条
例，最终使众议院通过了该请愿案，但因张勋复辟解

散国会，使这些努力付诸东流。1921 年，佛教界再
次请程德全面谒大总统徐世昌，要求废止或修改该

条例，方有后来的《修正寺庙管理条例》出台，修正
条例对佛教界的钳制略有缓和。至此，经过佛教界
多年持续的努力，终于使一部宗教事务管理条例得

以修改，对佛教界的压迫有所放松，使北洋政府与佛

教界的关系趋于缓和，也给深陷苦难中的佛教界得

以喘息的机会。但政府对佛教寺庙的管制角色依然
故我，仍以管理者和指导者自居，而且对寺庙财产的

处分权利的监管也并未有本质的变化。
对于《修正寺庙管理条例》的颁行，佛教界也有

一部分僧众表达了欢迎的态度，如印光法师在《大
总统教令管理寺庙条例跋》中说: “九年秋，程雪楼
居士察其利害，又以意见书面呈大总统，既蒙俞允，

批交内务部集议。十年春，方始修正为二十四条，详
审斟酌，有利无弊。仍呈请大总统，以教令公布施
行。”［19］7 － 8但也有僧众认为修正条例尚有诸多难尽

人意之处，太虚法师于 1921 年秋冬作《修改管理寺
庙条例意见书》，对条例逐条予以解读并提出了自
己的修改意见。《修正寺庙管理条例》的颁布是全
国佛教界多年努力抗争的结果，虽然其并未从根本

上改变北洋政府对佛教的监督和管制的态势，但与

原条例相比，还是有很大进步。对于刚从高压状态

下得以缓解的佛教界而言，则是宗教立法的一大

进步。
( 二) 国民政府时期

相对于北洋政府而言，南京国民政府对佛教较

为宽容，制定的相关政策法规整体来看较为温和，但

也有个别法规对佛教比较严苛。综观 1927 年到
1937 年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以前，南京国民政府
与佛教界始终保持着一种既合作又对抗、既妥协又
监管的关系。佛教界与政府的这种冲突与调适，始
终贯穿于整个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20］11927 年 4

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进一步加强了对宗教的控

制，期间先后制定和颁布了二十多部有关宗教的政

策法规，其中与佛教有关的主要有《寺庙登记条例》
《寺庙登记规则》《神祠存废标准》《寺庙管理条例》
《监督寺庙条例》《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实施办
法》等，影响最为深远者当属《寺庙登记条例》和《监
督寺庙条例》。这些法规虽仍有各种缺点和不足，
但对我国宗教立法史具有重大影响，而且佛教界对

这些法规制定和实施产生了重要影响。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由于国民革命、破除迷
信、庙产兴学等社会潮流导致的侵夺庙产、捣毁佛
像、焚烧经书等事件此起彼伏，再次深陷危机中的佛
教强烈要求国民政府承担保护合法宗教的责任，各

地方政府也因处理庙产纠纷于法无据而致电中央要

求尽快制定相关法规。为了平息纠纷，稳定社会，制
定相关法规刻不容缓。1929 年 1 月，民国政府颁布
了《寺庙管理条例》，该条例不分章，共 21 条。因该
条例是将北洋政府的《修正管理寺庙条例》略加修
订而成，其中有 11 条内容照搬修正条例，而修改部
分的内容对佛教非常不利，主要有四点: 第一，再次

赋予政府“因人废寺”的权力; 第二，对寺庙办理公
益事业作出了强制性规定，且将寺庙一切公益事务

的处理权交给了委员会; 第三，改变了以往寺庙财产

的管理方式，将僧道管理寺庙财产的权利基本剥夺

而交给“保管委员会”，而该委员会又由政府人员把
持; 第四，加入了僧道必须学习党义，遵从党制的内

容。从该条例内容来说，的确是民国宗教立法上的
一次大倒退。
《寺庙管理条例》一经颁布，就引起了全国佛教
界的强烈反对，而且由于条例本身存在重大漏洞和

矛盾之处，自公布以后，各地庙产纠纷更加严重，呈

请修改者，不一而足。浙江省佛教会呈内政部请确
定寺产所有权。四川佛教团体联合全省 19 758 座
寺庙，通电力诋新颁《寺庙管理条例》10 种不合法，
誓不承认［21］。国民政府不得不将条例送立法院修
正，而所有寺庙事项，一律保持现状，停止处分，不久

《寺庙管理条例》废止。该条例刚颁布就被迫停止
实施，这在立法史上比较少见，而导致该条例短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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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原因是条例本身的不完善，但直接原因则是佛

教界的强烈反对。由此可以看出，佛教界在民国政
府宗教立法过程中产生的作用日益增大。

1929 年 12 月，国民政府立法院第 63 次会议通
过并颁布了《监督寺庙条例》，废止了《寺庙管理条
例》，其为十余年来佛道寺庙之最高法律。《监督寺
庙条例》仅仅 13 条，主要内容围绕庙产监督，其内
容虽有监督之义，但删除了以往对佛教庙产构成直

接威胁，容易引起庙产纠纷的内容，同时对佛教活动

和身份要求也较宽松。其立法旨意主要是庙产属于
寺庙，住持行使管理权，处分权属于教会，监督权属

于政府。《监督寺庙条例》也的确减轻了政府对佛
教的压迫，同时也因其过于简略而致使各种庙产纠

纷的解决缺乏直接性的法律依据，因此围绕这一条

例的适用，形成了大量的司法解释和判例。《监督
寺庙条例》公布后，大理院先后对其第 3、6、8、10 条
进行了相应的解释和详细的规定。此后，国民政府
又专门发布《国府行政院重申保护寺庙令》进一步
加强寺产保护: “查保护寺庙，法有明文，且经政府
通令有案，乃迭据报告，各地仍常有军警占据，或地

方机关团体，或个人任意侵夺情事，似此玩忽法令，

殊属不合，兹经本院第一一九次会议决议，关于寺庙

财产保护事宜，除依照《监督寺庙条例》，以庙产兴
办公益或慈善事业外，军警及其他机关团体或个人

不得任意侵占，应由内政、军政两部分别通行，各省
市政府，及各军队军事机关遵照。”［22］67

佛教界对该条例基本上持肯定态度，但也有人

认为该条例对佛教缺乏积极整顿之意，只是任其自

生自灭而已。但与以往各种寺庙管理法规相比，其
进步之处也是相当明显。首先，这是民国建立之后
效力最高的一部关于佛教的宗教法律。其次，它改
变了过去立法中总有威胁佛教庙产条款的惯性，减

少了政府插手寺庙财产的机会。再次，明确了住持、
教会和政府各自在寺庙财产权问题上的分工。从以
上各方面来看，在民国政府后期，对于佛教的保护还

是有较大进步，尤其在《监督寺庙条例》颁布后，政
府对寺庙财产的保护日益加强，佛教界对该条例也

是持认同态度。在这一条例实施过程中，得到了佛
教界的遵守和拥护，该条例在台湾一直沿用至今。

四、佛教界对寺庙登记和兴办慈善
事业法规的影响
( 一) 在寺庙登记法规实施中的抵触与配合

寺庙登记是寺庙管理的前提和基础性工作，故

民国政府为了有效管理寺庙，曾多次进行寺庙登记。
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登记活动最终大多无果而终。
早在北洋政府时期，内务部于 1913 年曾制定“寺院
调查表”与“寺院财产调查表”，要求各地分别填列，

报送内务部，但地方报送者寥寥无几。南京国民政
府成立后，寺庙调查登记事宜再次提上议事日程。

南京国民政府分别在 1928 年、1936 年和 1942 年进
行了 3 次寺庙登记活动。在 1928 和 1936 年两次登
记活动中，还为此专门颁布了相关的法规。由此可
见，南京国民政府在寺庙登记方面还是做了大量的

工作和努力，但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未能达到对全国

寺庙有一个全面准确的调查结果，其中佛教是否配

合、协助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作为主管机关，内务部主动要求对寺庙进行全

面登记，有些地方政府早就开始了自主性的寺庙登

记工作，如上海在 1927 年 10 月就制定了《寺庙注册
暂行条例》，同年 12 月，浙江省也公布了《寺庙财产
登记暂行条例》。与此同时，由于庙产危机的不断
冲击，佛教内部也有庙产调查登记的需求和呼声，太

虚法师曾倡议: “由各县佛教会速为严密之寺产调
查与僧徒调查，制成统计，以为整理之所本”［23］。当
然，佛教界内部也有反对登记者，如闻兰亭、可成等
认为佛教会的最要紧的工作是对外交涉，而不是对

内管理。虽然各级政府和佛教界对寺庙登记的动机
不同，但是摸清寺庙情况的需要基本一致。

1928 年 10 月 2 日，内政部公布了《寺庙登记条
例》，对寺庙的登记范围、登记事项、登记机关、登记
程序、登记时限等作出了明确规定。因《寺庙登记
条例》的规定尚存在不周全之处，全国各地依条例
奉行，然多有误解。但最主要的是《寺庙登记条例》
颁布后，各地借废除淫祠神像为由，任意毁灭、侵占
寺院，引起了佛教界的恐慌和抵制。不得已，内政部
又颁布《内政部禁止任意毁灭神祠》，不准民众对应
存神祠任意毁灭。为了平息因破除迷信引发的摧毁
寺庙之风，内政部又于 1928 年底颁布了《神祠存废
标准》，“规定神祠存废标准，通令凡应废之淫祠神
像限期由各祠自行消灭，向有佛神合祀之庙亦应分

别纠正，不得任人民自行处分。所应存之寺庙，并力
予保护，以彰扶正黜邪之至意”［24］。该标准的公布
不仅没有阻止毁庙之风，而且致使此风愈演愈烈，大

量应存祠庙被任意捣毁，同时也波及很多佛教寺院

和佛像，引起佛教界人士的极大不满和恐慌，纷纷致

电中央要求制止。1929 年 1 月 21 日，内政部颁发
部令，禁止民众擅自处分寺庙，并呈请国民政府采取

补救办法。在这一过程中，佛教庙产受到了较大的
冲击，寺庙登记活动也受到了很大影响。加之由于
不断发生的侵夺寺产事件，致使很多寺庙心存顾忌，

不愿如实填报庙产情况，有些地方的住持由于文化

程度较低，没有能力完成登记申报工作等等，各种原

因最终导致这次登记活动直到 1935 年尚未完成。

这次寺庙登记活动最终无果而终，《寺庙登记条例》
也就形同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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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第一次庙产登记活动没有完成，内政部

于 1935 年再次着手进行新一轮的庙产登记活动。

内政部也意识到第一次登记活动未能完成与《寺
庙登记条例》本身有关，于是首先对此条例进行了
修改。新登记规则颁布之初，因得到了中国佛教
会的支持和配合，因此工作有一定的进展，但由于

当时国民政的行政效率普遍低下，工作进展整体

缓慢，后又爆发了抗日战争，这项活动再次被迫中

断。后来，1942 年内政部再次提出了庙产登记事
宜，但由于种种原因，南京国民政府终究未能圆满

完成一次全国寺庙登记活动。由此可见，能否与
佛教界达成共识是国家宗教政策法规有效实施的

重要因素，如果缺乏佛教界的基本认同，最基本的

登记工作都难以实施。
( 二) 在兴办慈善事业规定中的突破

国民政府时期，监督保护寺庙财产之余，还责令

佛教界“以兴办公益及慈善事业之义务”，对于不履
行义务者，更予以严厉之制裁，但因条例规定过于简

单，且未得到僧众的支持，最终难以施行。1932 年 9

月，内政部公布施行《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实施
办法》，遭到佛教界僧众的一致反对，反对理由主要
有以下几点: 首先，内政部对清真寺的寺产、喇嘛庙
的庙产、基督教堂的教产等都没有规定必须兴办慈
善事业，惟独要求佛教的庙产用来兴办慈善事业，是

公然的宗教不平等; 其次，除了江浙等地的大寺，佛

教寺庙大多数都依靠经忏活动维持生计，并没有多

余的钱财办理慈善事业; 再者，即使有能力办理，也

只能倡导而不宜用强迫的方式; 再次，佛教很多庙产

被提取兴办学堂或被侵夺而未归还，因此要求政府

先追回这些被侵夺的庙产之后再兴办慈善事业。当
年 10 月，中国佛教会递交了《呈行政院、内政部请
修正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办法由》文书，对该办
法的公布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同时呈文对慈善

事业管理委员会的组织极为不满。此外，认为办法
中规定的缴纳善款的数量比例不符合现实情况，难

以实施。［25］301 － 303大醒法师撰文《评佛教寺庙兴办慈
善公益事业规则》对该规则予以驳斥。在佛教界一
片反对声中，该办法只能暂停实施。

1934 年 9 月，中国佛教会拟订《佛教寺庙兴办
慈善公益事业规则》，经内政部修正后，呈交行政院
核准，由内政部备案，并通行各省市。因该规则为佛
教会自己拟定，比较符合实际情况，因此得到了佛教

界的认可和支持，其实施效果较为明显。该规则的
制定和实施也是一次由教界制规、政府颁行的立法
方式的成功尝试，反映了民国时期的佛教界由最初

被动地抗争民国政府的政策法规到主动制定管理规

则配合支持政府工作，为社会服务，这是一个重要的

转折点。这既是民国政府基于佛教界不断抗争对政

策进行调适的结果，也是佛教界通过自新和发展而

逐步获得自主、自信的体现。

五、结 语
从以上情况来看，民国时期佛教界在政府宗

教政策法规制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这
些作用的发挥过程主要是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而

进行的被动抗争，但也正是这种坚持不懈的努力

和抗争，最终推动了民国宗教政策法规的制定和

实施在曲折和艰难中不断取得进步。由此而言，
民国时期佛教界对民国宗教政策法规制定产生了

重大影响。
首先，佛教团体的成立推动了民国佛教界的团

结和发展，也推动了民国政府对宗教信仰自由、宗教
平等和结社自由等宪法权利的落实。虽然民国宪法
条款中明确规定了信教自由、宗教平等和结社自由，
但由于当时的现实情况和执政者的主观认识等条件

的限制，民国政府并未准备认真落实这些宪法条款。
正是由于佛教界坚持不懈地努力，最终使这些写在

宪法性文件中的纸上权利兑现成为现实的权益。
其次，由于佛教界强烈的抗争，使得民国政府不

断地调整其宗教政策并修改或废除相关的宗教管理

法规，从而推动了民国宗教立法的不断进步。从北
洋政府到国民政府，前后颁布了二十多部宗教法规，

这些宗教法规基本上都是在佛教界的强烈抗争中被

废止或修改。纵观这些宗教管理法规，每次的废止
或修改都是一次小小的进步，但从最早的《寺院管
理暂行管理规则》到最后的《监督寺庙条例》之间，
则是一次非常大的进步。民国的佛教界犹如推着石
头上山的西西里佛，最终将民国的宗教政策法规这

块石头推离了自己的头顶。
最后，在佛教界与政府长期抗争的过程中，双方

都学会和接受各种抗争的方式。如佛教界在促使废
止了政府制定的《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实施办
法》后，主动制定《佛教寺庙兴办慈善公益事业规
则》并获得了政府的确认和施行，这是民国佛教界
和政府双方的一次巨大的角色突破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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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World of Buddhism and Ｒeligious Legislation
in the Period of the Ｒepublic of China

LI Ji-wu
( Institution of Ｒeligion，Shaanxi Provinci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Xi’an 710065，Shaanxi)

Abstract: In times of the Ｒepublic of China，more than twenty policies，laws and regulations were introduced
to Buddhism and Taoism． As these religious laws and regulations were extremely disadvantageous to Buddhism，the
Buddhist circle launched very fierce resistance，which led to the abolishment of many religious laws and regula-
tions． The Buddhist resistance went through the whole course of Government’s formulating and implementing reli-
gious laws and regulations，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urse and having enormous influence on Chinese histo-
ry of religious legi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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